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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
早期探索及当代启示

——基于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系列论述*

解　安　张　曾

[摘　要]毛泽东在1959年《党内通信》中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论断，是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性观点。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契合新中国初期国民经济

恢复的现实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想

和求索，内含严密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且蕴含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着力解决根本矛盾以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的方法论意涵。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现代化，兼顾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解决好“三农”问

题寻找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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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任务。习近平特别强调：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

化。”[1](p.274)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要全

面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是要始终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让农

业、农村、农民和整个国家一道实现现代化。

[2]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是

重要的基础支撑，以至于“没有农业机械化，就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3]对此，毛泽东早就明

确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4](p.49)

面临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习近平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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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

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1](p.218)可见，农业机械化

议题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始终处于十

分重要的位置，不仅能够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

物质装备与技术支撑，更能在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和推动农村发展转型上带来根本性变革。

实际上，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正是从农业机械化开始的。

作为当时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非常重视“三农”工作，特别是提出并领

导推动农业机械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

深厚基础。毛泽东围绕农业机械化形成的一

系列论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思索和追求。国内学界很早就意识到，农

业机械化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伟大壮举之

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一个对全局最

重要最有意义的问题。对农业机械化的认识，

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围绕毛泽东关于农业机

械化的论述，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农业机械化思想的形成渊

源和理论贡献。二是关于农业机械化与农业

合作化、城市工业化等命题的复杂关联。三是

关于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的战略考量及其

意义。尽管已有大量文献阐释了毛泽东农业

机械化思想，但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

间。一方面，一些研究开展的时间较早，讨论

多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背景出发，或

从党史、思想史等角度展开，缺乏将理论阐释

与当下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另一方面，相

关研究重在讨论毛泽东农业机械化论述的理

论贡献和历史含义，在其内在逻辑和现实价值

方面则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围绕毛泽东关

于农业机械化的系列论述，力图呈现中国共产

党人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想和早期

探索，剖析其内在逻辑的多重面向，并为当下

实践提供启示。

筑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

基础之上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研究中

国式现代化的最生动场域，而农业机械化则是

这一生动场域中的最立体情境。深刻理解农

业机械化早期探索的内在逻辑，对于新时代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

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早期探索的背景考察

1959年 4月，毛泽东在向全党各级干部发

出的《党内通信》中，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

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是毛泽

东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为中国式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索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那么，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视野中，为什么会将农业机械化

视作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局中最为重要的根本

问题呢？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中国式农业

农村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特别

是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近代以来，加快国家工业化进程成为中国

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和迫切愿望。新中国

的成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国

内外严峻形势也迫使新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独

立的工业体系。如何实现工业化初始资金积

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现实难

题。显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扩

张、掠取他国资源的工业化道路，抑或一些小

国通过依靠大国援助的工业化道路，都不适用

于初生的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

央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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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基本方针，选择效仿苏联实行集中力量优

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然而，在大规模

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发展面临诸多限

制，尤其体现为当时极为落后的农业生产无法

为全国供应充足的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和

各类工业原料。

虽然我国农业生产在 1949年后迅速得

以恢复，到 1952年恢复到较高水平，依然远

远满足不了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195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327.8亿斤，人均

粮食产量为 570斤，而同期美国的人均粮食

产量为 1775斤，苏联为 1138斤，法国为 819
斤。 [5](pp.20-25)同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

量也从 1949年的 370斤迅速增加到 444斤。

由此可见，即使经过几年生产恢复，农业剩余

依然处于十分有限的状态。除粮食外，棉花、

油料等经济作物产量同样面临类似情况。而

出于应对可能出现的灾险，广大农民普遍存在

惜售思想，供应市场的农产品非常有限。1953
年是我国实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对农产品

供应的需求大幅增长。为应对粮食供不应求

的状况，党中央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决定推行计

划收购与统一供应、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统购

统销政策，暂时缓解了工农业增长不一致、工

业发展受农业制约的状况。

然而，这并非根本办法，落后的农业生产

水平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和以

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工业化发展，严重制约了

国民经济发展。要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就必

须彻底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的问题，首先就要

变革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水平的落

后，在直观上表现为农产品产量较低，在深层

次则体现为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如极少应用农

药、化肥等各类农资以及新式农机农具等。随

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农业合作

化运动迅速推进，克服了农民小规模土地私有

制的束缚，大规模进行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式农具和积肥、杀虫等

农业科技，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1955年
7月，毛泽东在召开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

书记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报告，指出应加快农业合作社步伐，从而

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顺利进行，他指出：“我们

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

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

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

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6](p.432)这

就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层面上提出了机

械化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工业、农业都要机

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4](p.216)机械化是

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内在要求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

开始思考系统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措施，其

中就包含“农业机械化”的思考。1937年，毛泽

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

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

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7](p.311)这时毛泽东将

“农业机械化”“农业集体化”放在一起考虑。

实际上，此时他依然认为当时农业发展的主

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将生产关系

作为当时阻碍农业发展的首要方面，必须首

先进行生产方式变革。1943年 10月，毛泽东

指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剥削关系，在

经过第一个革命即土地革命后，还要进行“从

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

生产方式的改革”，[8](pp.70-71)将劳动力都组织在

个体经济为基础、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

“即使生产工具没有根本上的变化，生产也可

以大大提高”。可见，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

“农业集体化”更为迫切，而“农业机械化”则

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随着认识的深入，毛

泽东又逐渐将“农业机械化”视为与“农业集

体化”同等重要的问题。1945年 4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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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七大上强调，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

级的水平，“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

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8](p.318)也就是说，毛泽

东此时已经设想，通过“机械化”和“集体化”

改造农业和组织农民，克服农民小生产的分

散性局限。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

毛泽东将“农业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到更为重

要的层次。1953年 10月，毛泽东指出：“农民

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

社。”[6](p.295)“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

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

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6](p.296)他

认为，合作化有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但

大规模农业生产则需要以“农业机械化”作为

条件，或者说“农业机械化”是“进一步搞社会

主义”的必要条件。1954年 6月，毛泽东在对

宪法草案作说明时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

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

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

机械化”。[6](p.329)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绘制中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是将“农业机械化”

同“社会主义化”一并作为农业发展进步总目

标而提出的。

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毛泽

东进一步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

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6](p.432)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

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

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6](p.438)可以看

出，毛泽东主张的“机械化”不仅是农业的机械

化，还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机械化，这也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对于社会主

义建设具有根本意义。首先，农业机械化取代

重体力活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前提。1956

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

话中指出：“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

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

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9](p.151)农业合作化并

没有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依然主要靠体力劳

动的情况，只有农业机械化才能造成根本性的

变革。其次，农业机械化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前

提条件。1959年 12月，毛泽东指出，“不搞合

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

巩固”，“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

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10](p.254)在毛泽

东看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都是巩固工

农联盟的条件，都要重视。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最初构想

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并考虑，在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思考和探索中一以贯之。这意味着，中国共

产党不仅追求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从而率

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也追求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稳步实现农村现代化。而“农业机械

化”，正是二者进行传导的核心环节，即应用

现代科技提高农业产量，同时降低农业劳动

投入，促进农村其他非农产业快速发展。

毛泽东强调要充分应用包括机器在内的

一切现代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在 1959年
《党内通信》中谈“机械化问题”时，毛泽东明确

强调：“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

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

件十分重要的事。”[4](p.49)两个月后，他在庐山会

议期间进一步强调：“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

曰化肥，三曰饲料。”[4](p.78)《1963—1972年全国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用 20至 25
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以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

利化、化学化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11](p.198)目

标，要求“充分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成就，逐步实

现农业现代化”。[11](p.199)这里存在认识的转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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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机械化不仅仅是应

用在人力不足的地方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

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通过改善经营效果（如深

耕、抢农时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2](pp.1-2)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效率提高

后，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谋出

路，探索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成了毛泽

东思考的重点问题。1955年，毛泽东在为《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收录的《多余劳动

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撰写按语时，谈及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带普遍

性的问题”。[6](p.457)对此，农业合作化之后多余

劳动力的出路“主要地还是在农村”，[6](p.457)即让

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

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

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即发展

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毛泽东还

进一步提出，机械化以后，劳动力会大量节省，

依然不用担心出路问题，因为“生产的范围大

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

使。”[6](p.457)这意味着，在毛泽东看来，农业机械

化后，随着耕作更加精致、农村生产规模和劳

动范围扩大以及经营部门增多，不用担心劳动

力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

出路并非在农业本身，而是主要在于就地就近

拓展更多农村非农产业，即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毛泽东的构想中，农村副业（即非农产业）将

来在农村中的比例会愈发扩大。“农村副业，就

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

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

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

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

性。”[13](p.496)可以认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中，同时推动实现就地就近的农村现代化，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构想的一幅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美好图景，而这幅图景中的“题眼”，

正是“农业机械化”。

二、以机械化为中心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重要论断并以农业机械化为着力点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内含严密的理论和实践逻

辑，包括应用现代科技与注重精耕细作传统相

结合的历史逻辑、国家支援与地方自办相补充

的主体逻辑、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行的时空

逻辑以及全方位覆盖农业生产各部门各环节

的整体逻辑。理清这些内在逻辑，有利于准确

把握毛泽东相关思考的系统性。

（一）历史逻辑：运用现代科技与注重精耕

细作传统相结合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农业生产劳动实践中

创造并积累了以精耕细作为突出代表的丰富

的农耕技术体系。毛泽东认为，推动农业机械

化的同时，必须注意同原有技术工具相结合，

同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精耕细作传统相结合。

一方面，注重“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

克服片面求新求大的偏向。1958年3月，毛泽

东特别向洛阳第一拖拉机厂提出要求：“拖拉

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各种拖拉机样式和

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

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

低。”[14](p.315)可见，毛泽东十分注重农业机械化要

同中国农民文化实际、同中国农业经营状况实

际相结合。1959年底，毛泽东又提出：“机械化

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

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

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

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

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4](p.125)

他主张农业机械化要与“改良农具的群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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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同时进行，迅速有效改造农业。

另一方面，注重现代农业科学与传统农

耕技术相互补充。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1962
年 12月批转的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会议

的总结中强调，：“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一定要

同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定要既提高劳动

生产率，又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15](p.441)

农业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各有其目标侧重，既要

加快应用现代技术，也要将传统技术发扬光

大。1957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

会上讲话中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

饭”，[9](p.307)通过注重精耕细作可以解决中国人

多地少的矛盾，“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

高产的国家”。他还根据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

经验总结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

“八字宪法”，要求各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

一切可行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1958年 11
月，毛泽东提出，“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

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14](p.485)此

时，毛泽东已进一步明确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与减轻农民劳作负担放在一起考虑。

（二）主体逻辑：国家支援与地方自办相

补充

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

极性，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指出：“我

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

好得多……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

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

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推动“农业机械

化”过程中，同样十分注重这一点。1966年 2
月，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逐步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设想文件。对此，毛泽东给刘少

奇的信中专门指示，“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

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

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为了农业机

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多争

取一些农业机械制造权 ......一切统于中央，卡

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4](pp.427-428)1966年7月，

中共中央在湖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农

业书记和计委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业机械化

会议。这是中央首次召开关于农业机械化问

题的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讨论研

究了农机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小

型为主、农业机械的购买以集体为主的“三主”

方针的具体措施。

此外，为加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农业机

械化的协调工作，毛泽东还亲自提议设立农

业机械部，甚至表示自己可以来兼任部长，在

其督促和关怀下，1959年 8月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部

的决定，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今年已经成立

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

不远了。”[4](p.101)

（三）时空逻辑：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行

对于农业改造问题，毛泽东非常注重有步

骤有计划地逐步推行。1954年 12月，中共中

央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

合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预计我国农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

步，先于一九五七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的合

作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再先后转入高级

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

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

五年计划时期，将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

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16](pp.459-460)可以

发现，这一思路并不能被简单概况为“先合作

化，后机械化”，其中前两个五年计划内并非不

搞机械化，而是力所能及地实施技术改良和部

分机械耕作，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放在第

三、四个五年计划，是在于给机械工业的发展

预留一定时间，以满足装备农业的需要。并

且，在大规模机械化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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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使农业合作化先行起步，能够尽快缓

解粮食供需矛盾。毛泽东在1955年的《关于农

业合作化问题》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

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

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小规模的经营

跃进到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

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

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

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

大的困难。”而对于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时间，

毛泽东也进行了系统思考：“技术改革的时间，

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

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技术改革，大概

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

年的时间。”[6](pp.438-439)

1962年 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上指出：“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

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

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15](p.57)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6年7月召开的全国农

业机械化会议确认了“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对实现这一目标

做了规划和部署。直到1977年1月，中共中央

转发的国务院关于 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

械化的报告，仍在要求进一步修订和落实农业

机械化规划，以确保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

机械化。虽然后来由于“机械化”内涵的发展

和要求的提高，这一目标并未作为实际指标，

但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推进农业现代化

特别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绘制了系统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取得了重要成绩。

（四）整体逻辑：全方位覆盖农业生产各部

门各环节

在对农业发展的认识上，毛泽东十分注重

“大农业”观念。一是既强调粮食生产，又十分

强调“农林牧”三结合。1959年 10月，毛泽东

在专门就发展畜牧业写的一封信中强调，“农、

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

同等地位”，[4](p.101)“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

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

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4](p.101)基于这一认

识，他提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

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4](p.101)二是提出农

业内部平衡和农业布局的问题。毛泽东强调

农业是个整体性问题，需要利用各个领域的科

学知识，“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

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

等等”；他还强调要从整体布局出发作计划，要

求实现农业内部各部分的平衡，即“农、林、牧、

副、渔的平衡”，明确提出“十二个字，粮、棉、

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是一个农

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

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10](p.360)

对如此庞杂的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机械化

是实行技术改革的中心问题。1962年 12月，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业部党组关于全

国农业会议的总结中提到，“农业技术改革，中

心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又说：“我们要建设

的是社会主义大农业，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小农

业，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的大农业，一定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实

现机械化、电气化，还有水利化和化学化（化

肥、农药），还要有与这四化相适应的现代科学

的耕作技术。”[15](p.441)

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早期探索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

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

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

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

-- 72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年第01期

进。”[17](p.14)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艰辛探

索，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继续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一体推进农业现

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初构

想，推动小规模分散农业向大规模现代农业转

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探索

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对此倾注了极大心血。在毛泽东直接推动

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以农业合作化为主线

的社会变革和以农业机械化为主线的技术变

革，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取得重要成

就，为后来国家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

也十分注重农村现代化建设，他认为，随着农

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要注意避

免农业人口过度流向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过

分膨胀，“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

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

些”。[4](p.128)考察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有关论述可以发现，“出路”一词经常被论及，

包括“农民的基本出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

路”“为农村资金寻找正当出路”，等等，实际

上，毛泽东将农业机械化称之为“根本出路”，

不仅在于解决农业发展问题，而且在于解决农

民和农村问题，即将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

根本抓手。这一实践探索历程，充分彰显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三

农”问题上的历史主动性。

在解决好“三农”问题上，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高度，

从中国当下基本国情农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特

征出发，顺应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期盼，发

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划时代号令，开

创性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没有农

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18](p.255)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9](p.192)等一系列重要

论断，将建设农业强国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一

项重大任务和前提条件进行战略部署，强调

“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

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

应有之义”，[20]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

化，主动开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生

动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新起点上继续解决好“三农”问题的

历史主动精神。

（二）着力解决根本矛盾，兼顾调整生产关

系和生产力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要聚焦带

有根本性的矛盾，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同

步发力，通过实行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两个方

针，推动个体小农生产形态实现全方位转型。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

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改写的一段

话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

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

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

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

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

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

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

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

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21](p.264)在这

里，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技术

化”的两个方针对应着发展农业生产面临的两

个主要矛盾，即“有计划的增产”同“小农经济

分散私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大量增产”同“农

业技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是生

产关系的范畴，后一个矛盾是生产力的范畴，

二者都是当时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带根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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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需要通过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时开展

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才能解决。生产关系的

改造，使中国农业发展实现了彻底变革，为此

后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所有制基础和基本

经营体制基础；生产力的改造，则从农业机械

化这一核心指征逐步延伸到化学化、电气化和

信息化等综合科技目标，内涵不断丰富，发展

空间也日益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农村改革的根

本着力点在于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

盾，必须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

的关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以重大问题为导

向，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不断推进，我国面临的耕地资源不足、

水资源约束、环境压力、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农

业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愈加突出。对此，习近

平提出，要适应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变化

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走更加均衡

的农业技术进步道路，在提高土地产出率、资

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之间把握好平衡关

系”。 [1](p.42)着力于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

强国转变。这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不

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大量资本投入为

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新时代以来，我

国始终注重用改革的办法、市场的手段推进农

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有效实现了优化

农业生产结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

持续增收的整体平衡。

（三）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构建新

型工农城乡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

于城市的统治”，[22](p.36)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

成城乡对立；而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

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追求。近几个世纪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未能有效解决

城乡工农关系的问题，中国只能自己探索构

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时期，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强调“无论是

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

的市场”。 [9](p.199)“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

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

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

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9](p.200)始终要求处理

好“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实

现这一新型关系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制度条

件。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

建设繁荣的农村”，[1](p.38)“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

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

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

一体化”。 [1](p.39)这些重要论断，实际上揭示了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深层次症结和最直

接体现，指明了改革方向和基本路径，即必须

首先着力于在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根

本扭转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创造社

会结构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内在标志性特征，就是

“繁华的城市”与“繁荣的农村”并存且在发展

中良性互动，即工业与城市的现代化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

改革为动力，在改革中把握历史主动，在破解

城乡二元结构上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和中

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

战，农业基本盘更加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迫切需要稳住农业生产，扩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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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面对这一现实需

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

现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方向，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主动强化以工

补农、以城带乡，以农业农村经济活力助力国

家经济转型升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

了坚实底盘。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

特色，人口规模巨大是第一个显著特征。在这

一特殊国情下，农业是近2亿人就业的产业，农

村是近5亿农民常住的家园，这就决定了，必须

始终立足我国国情，探寻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

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农业机械化对农

业农村发展进行积极探索，为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

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

基础。”[23](p.14)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期探

索，艰辛而伟大，其取得的重要成就早已为历

史所证明，而其中蕴含的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着力解决根本矛盾以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的方法论意涵，依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

为当下“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从中国

式现代化伟大进程和强国建设历史方位出

发，新时代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

村现代化，兼顾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加快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解决好“三农”问

题寻找根本出路，不断开拓中国式农业农村

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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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ical thought cente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applying Marxism to guide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Mao Ze-dong 
summarized and refined China's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critically inherited China'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expounded his view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asic issues of epistemology, 
epistemology and the CPC’s mass line, and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at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he 
systematical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epistemology,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Jiang Jian-nong)
Mao Ze-dong's Major Innovations in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Mao Ze-dong fostered important innovations in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t countries--an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o Ze-dong stimulated innovations in six important aspects: the stage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and main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the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is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ocialist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Mao Ze-dong's innovations in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and bette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Jian Xin-hua)
Early Exploration and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Mao Ze-dong's Discussions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Mao Ze-dong's famous assertion that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e fundamentally lies in mechanization", put forward 
in The Party Correspondence in 1959, is a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 of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s the center conforms to the realistic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New China, embodies the initial conception 
and quest of the CPC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hinese style, contains stric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and 
abounds in the method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focusing on solving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ority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s a 
whole, take into account the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between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in the cour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find a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Xie An, Zhang Ze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Textual Revision and Disparity Among Versions：：Since its birth, the 
text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has undergone complicated revisions, and its final formation resulted from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accumulation and brewing. Summarizing its revision process and comparing its 
different vers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Mao Ze-dong thought and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new thinking and 
development of Mao's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The text,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n contradictions 
and a valuable theoretical treas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ily studying Mao Ze-dong thought, promo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better guiding and correctly handling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Zhang Lin, Sun Yu)
Leninism and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The world today is still imprisoned by a series of binary cognitive barriers, such as 
democracy vs.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vs. autocracy, state vs. society, and the West vs. China. This is the basis for the intellectual/ideological 
re-production of the "New Cold War", which seeks to reclaim lost grou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Western-centrism and the Cold War victors, 
and to exorcise the spectre of socialism and Leninism worldwide. A return to Leninism seems to be inevitable, with the intention to clarify this 
new strategic vi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enter on, defend and develop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break the hegemonic logic of the Cold War, the post-Cold War and the New Cold War, comb up the historical logic from soci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to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become the ballast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midst 
the crisis-ridden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 the world. (Lyx Xin-yu)
On the Thought of Capital's Domination over Labor and its Historical Temporariness in Das Kapital：：The manuscript of Das Kapital, 
based on the subordination of labor to capital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laborate on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over labor.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over labo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rmal domination and actual domination: the 
former reflects the generality of the wealth production in forced labor, and the latter demonstrat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b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more temporary than constant.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unsustainable and will eventually perish, when capital loses the basis for its rule over labor; thus, the rule of capital over labor 
is temporary. The freedom of capital is formal rather than substantive; its existential form is free competition. It is not the ultimate form of 
freedom, as it is neither the freedom of laborers nor that of capitalists. (Qian Zhi-yong, Wang Wei-ran)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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